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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 但常用于

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 FGT 指数在理论基础、 比

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 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

别方法, 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

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 使用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线, 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

乡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研究表明,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

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可以避免传统 FGT 指数分别测度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 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

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 无论城乡, 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

平, 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

下降趋势。 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 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 分

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 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

口, 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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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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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准脱贫攻坚的高效推进下, 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已经解决。 但这并

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终结, 共同富裕目标为新时代扶贫工作指明方向, 因经济社会不平等导

致的城乡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贫困治理的重点, 扶贫政策更加关注社会弱

势和边缘性群体是否能公平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 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同时需要

监测低风险承担能力和低社会变化适应能力的脆弱性群体, 防止其再次陷入绝对贫困。 与新

的贫困特征相适应, 贫困标准界定和贫困指数构造方法也应随之调整和更新, 为新时代贫困

人口瞄准、 贫困程度动态监测和贫困治理效果评估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已广泛应用于减贫实践的收入贫困识别方法主要包括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种。 绝

对贫困线是基本生活需要的货币度量, 在短期内的名义价值会因通货膨胀和购买力水平而调

整, 但其实际价值固定不变, 是发展中国家常用的贫困识别方法。 然而, 生活必需品会随社

会、 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被适应和扩展[1] , 社会融入成本也会不断增加, 但绝对贫困线

对居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敏感, 难以及时反映基本需要实际价值的变化。 相对贫困线常

根据某个国家 (地区) 居民家庭收入 (消费) 平均值 (中位数) 的一定比例 (通常取

40%—60%) 设定, 后被拉瓦雷 (Ravallion) 和陈少华称为强相对贫困线, 是 OECD 和欧盟

等发达国家识别贫困的主流方法, 但在理论基础、 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2] 。
拉瓦雷和陈少华总结和比较了贫困线设定的两种理论基础。 福利主义者基于相对剥夺视

角认为个体效用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 而且与相对收入水平相关。 非福利主义者从能力

视角出发认为个体免于贫困同时需要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 而且实现社会融入能力所需

的成本和支出是相对的[2] 。 另外, 通过实证研究 115 个国家的贫困线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

系, 拉瓦雷和陈少华发现国家贫困线在消费水平较低阶段增长缓慢, 贫困线对平均消费的弹

性接近于 0, 近似绝对贫困线; 但在消费水平超过临界值后, 国家贫困线随平均消费增长而

迅速上升, 弹性也随之增大渐趋于 1, 与强相对贫困线平行但截距大于 0[2] 。 正是基于各国

贫困线与人均消费水平间的近似分段线性函数关系, 在阿特金森 ( Atkinson) 和布吉尼翁

(Bourguignon) 开创性地提出结合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 AB 相对贫困线后[3] , 拉瓦雷

和陈少华分别从福利主义视角和非福利主义视角推导出满足弱相对贫困公理的弱相对贫困

线[2] , 后有学者延续弱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思路并不断细化和拓展, 提出社会贫困线[4] 和经

基尼系数调整的弱相对贫困线[5] 。
然而, 当采用强相对贫困线或弱相对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时, 基于经典 FGT 测度方法

计算的相对贫困率经常出现与绝对贫困率变化方向不一致的情形①, 难以直观比较贫困程度

的时空演变并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综合减贫效应[6-7] 。 例如, 基于 CFPS 数据库

测算中国城镇消费贫困在 2012—2018 年间的变化, 绝对贫困率从 8. 82%减少到 3. 22%, 而

仅相对贫困率②从 13. 86%增加到 20. 66%, 意味着相对贫困率③从 22. 68%增加到 23. 88%。
为解决这一分歧, 迪瑟夫 (Decerf) 通过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进行分层加总, 提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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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分布中所有个体的收入以相同比例增加, 采用 FGT 测度方法时, 绝对贫困率会下降, 但基于强相对贫困线识
别的相对贫困率不会变化。

 

这里的 “仅相对贫困” 指相对贫困线以下绝对贫困线以上的贫困人口所占比率。

  

这里的 “相对贫困” 指相对贫困线以下所有贫困人口所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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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相对贫困线识别方法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Hierarchical Additive Overall Poverty 

Index, HAOPI) [6-7] 。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贫困人口识别, 采用 HAOPI 可测算得出中国城镇

消费弱相对贫困从 2012 年的 15. 42%降低到 2018 年的 12. 89%, 中国农村弱相对贫困状况也

有类似趋势。 可见, HAOPI 对中国取得的减贫成就有一个更为综合性和直观性的评估, 尽

管存在由高度不平等导致的较高相对贫困率, 但由于绝对贫困大幅下降的贡献, 中国城乡综

合贫困指数在样本期间内仍然持续下降。
国内已有少量研究借鉴国际相对贫困标准设定经验, 提出我国后扶贫时代分阶段和分区

域的贫困线设计方案以及循序渐进的调整策略, 并采用微观数据进行了测算和比较。 研究多

采用收入 (消费) 比例法作为相对贫困线的设计思路, 但在基准值设定和具体比例值选择

上, 以及城乡分开或城乡融合计算, 是否与国际标准接轨等问题上存在争议[8-12] 。 极少数文

献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对相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 如胡联等采用经基尼系数调整的弱相对贫困

线识别弱相对贫困[13] , 李莹等采用社会贫困线制定相对贫困标准[14] , 但这些文献仍使用传

统 FGT 指数测算相对贫困程度。
本文基于 CFPS 家庭微观数据, 考虑与现阶段绝对贫困线相衔接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

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分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 具体区分为绝对贫困、 仅相对贫困和非贫困三类

贫困状态, 并利用基于弱相对贫困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测度了中国城乡的收入

(消费) 综合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 从新视角了解弱相对贫困人口的结构、 分布特征以及动

态变化趋势, 有助于直观反映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 以期为我国后扶贫时代建构

贫困人口识别、 测度和监测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测算方法

1. 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理论基础: 社会融入成本理论

基于森 (Sen) 的能力贫困方法[15-16] , 阿特金森和布吉尼翁构建了一种 “能力—成本—
贫困线” 且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层次贫困识别框架[3] , 拉瓦雷和陈少华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阐述并推出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弱相对贫困线[2] 。 综合上面的弱相对贫口人

口识别思想, 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 个体免于贫困需要两个层次的基本能力, 优先考虑的第一层次能力是用于满足基

本生理需求的生存能力, 第二层次能力是不被排斥在正常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社会融

入能力。 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的匮乏分别导致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产生, 且绝对贫困

是比相对贫困更糟糕的生活状态, 即相对贫困线应高于绝对贫困线[2-3] 。
第二, 将需求从能力空间映射到消费空间, 即将所需的生存能力和社会融入能力在特定

社会经济背景下按照给定的价格转化为生存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 社会融入成本可以理解为

能够确保个体有尊严地参与通常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的商品支出[3] 。 森强调个体为避免贫困

所需的能力和功能是绝对的, 但实现能力所需的成本却是相对的, 因时空差异而发生变

化[15-16] 。 因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变化, 基本需要的构成会不断拓展, 基本需要

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满足基本需要所需的收入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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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根据生存成本和社会融入成本分别确定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 在特定时空背

景下, 生存成本的实际价值是基本固定的, 可用绝对贫困线来表达, 但社会融入成本与参照

群体的收入 (消费) 平均水平相关, 会随社会普遍接受的生活标准提高而增加[2] 。 例如,
当社会群体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时, 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受教育程度也随之攀升, 低

收入群体因难以负担高昂的教育成本而被排斥在教育市场之外, 又因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劳动

力市场需求而陷入贫困循环中[17] 。 为简化问题, 可以合理地假定社会融入成本与平均收入

(消费) 正相关, 即相对贫困线会随平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2-3] 。
第四, 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结合在一起, 得到弱相对贫困线。 当社会经济水平处

于低位时, 贫困线设定主要考虑基本生存需求, 而生存成本随平均收入变化幅度不大, 适合

设定为平坦的绝对贫困线。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 贫困线设定的重点转向相对剥夺问

题, 关注社会融入需求是否满足。 因此在超过平均收入的某一临界值后, 贫困线适合设定为

随平均收入提高而上升的相对贫困线。 此分段线性函数关系即可用弱相对贫困线表示。
2. 弱相对贫困人口的识别方法: 弱相对贫困线

(1) 弱相对贫困线方法的提出和演进。 假定 y = (y1, …, yn) 是一个递增排列的收入①
序列, 􀭰y 是收入均值或中位数, 即兼顾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混合贫困线 z 为分段线性

函数, 如下:
z = max( za, zr( 􀭰y)) = max( za, b + k􀭰y) (1)

　 　 其中, 绝对贫困线 za 是用于满足食物、 衣着等物质生存需要的最低收入; 相对贫困线

zr( 􀭰y) = b + k􀭰y 用于测度社会融入成本, 截距 b ≥ 0 表示社会融入成本的最低值, 斜率 k ∈
(0, 1) 意味着当 􀭰y > ( za - b) / k ②时, 混合贫困线 z 与收入平均水平 􀭰y 呈正相关; 最大值函

数确保贫困线 z 不会低于 za [2-5] 。 绝对贫困线 (Absolute Poverty Line, APL)、 强相对贫困线

(Strongly Relative Poverty Line, SRPL)、 AB 相对贫困线 ( Atkinson and Bourguignon Relative 

Poverty Line, ABRPL)、 弱相对贫困线 (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Line, WRPL) 和社会贫困

线 (Societal Poverty Line, SPL) 均可看作混合贫困线的特例[4] 。
当 za = 0, k ≠ 0, b = 0 时, z 即强相对贫困线, k 通常取 40%、 50%或 60%。 其中, 50%

最为常用, 可对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不平等主题下提出的 “关注生活水平低于收入

中位数 50%的群体”, 强相对贫困线记作: zSRPL = 0. 5􀭰y = max(0, 0. 5􀭰y) 。 强相对贫困线因计

算简便而应用广泛, 但忽略了对绝对贫困的识别, 不适用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
当 za ≠ 0, k ≠ 0, b = 0 时, z 即 AB 相对贫困线。 阿特金森和布吉尼翁建议 za 取世界银

行的 “每天 1 美元” 标准 (1985 年购买力平价, 以下简称 PPP), 并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的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的正比例关系, 估计得出 k = 0. 37 (1985 年 PPP) [3] 。 AB
相对贫困线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但极端贫困国家无社会融入成本的论断缺乏说服力。

当 za ≠ 0, k ≠ 0, b > 0 时, z 即弱相对贫困线。 延续 AB 相对贫困线构建的思路, 拉瓦

雷和陈少华在 2011 年利用国家贫困线与平均消费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采用发展中国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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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介绍以收入为例, 同样适用于消费。

 

(( za - b) / k, 0) 是 z = za 与 z = b + k􀭰y 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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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首次估计得出满足弱相对性公理 ( Weak Relativity Axiom, WRA)① 

的弱相对贫困线[2] ,
之后他们在样本数据及估计方法上不断优化, 于 2017 年提出 zWRPL = max(S1. 9, S0. 4 +0. 5􀭰y)
(2011 年 PPP) [18] 。 布德朗德 (Budlender) 等讨论了弱相对贫困线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并利

用南非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肯定了弱相对贫困线在实践应用上的优势[19] 。 世界银行提出

满足弱相对性公理的社会贫困线: zSPL = max(S1. 9, S1 + 0. 5􀭰y) (2011 年 PPP) [4] 。 

(2) 弱相对贫困线的识别策略。 假定绝对贫困线低于相对贫困线, 即 za < zr( 􀭰y)。 若

yi < za , 则个体被识别为绝对贫困 (absolutely poor); 若 za < yi < zr( 􀭰y) , 则为仅相对贫困

(only relatively poor); 若 yi < zr( 􀭰y) , 则为相对贫困 (relatively poor); 若 yi > zr( 􀭰y) , 则为

非贫困。 将 y 分布中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 仅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分别记

为 qa(y)、 qor(y) = qr(y) - qa(y) 和 qr(y) 。 由于收入分布是经过排序的, 于是有: 当 i ≤
qa(y) 时, 个体 i 属于绝对贫困; 当 qa(y) + 1 ≤ i ≤ qr(y) 时, 个体 i 属于仅相对贫困; 当

i≤qr(y) 时, 个体 i 属于相对贫困; 当 i > qr(y) 时, 个体 i 为非贫困。
3. 弱相对贫困程度的测算方法: 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与弱相对贫困线相对应, 贫困指数也应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但广泛使用的传统

FGT 指数设计基于绝对贫困线识别方法, 并不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测度。 若基于强相对贫困线

或赋权相对贫困较多的混合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 FGT 指数的时空比较经常出现反直觉和相

矛盾的问题。 而基于弱相对贫困线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 HAOPI) 不仅满足聚焦

公理等贫困公理, 还可以避免传统可加 FGT 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出现的分

歧问题, 且有更为直观的解释②。
(1) 传统 FGT 贫困指数测度相对贫困的缺点。 常用的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均为可加

FGT 指数的特例。 FGT 指数表示为:
FGT = 1

n ∑q

i = 1
z - yi

z( ) α

= 1
n ∑q

i = 1
1 -

yi

z( ) α

(2)
　 　 当 α = 0 时, FGT 指数即贫困率, 绝对贫困率、 仅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分别为:

HCA =
qa(y)
n(y) (3)

HCOR = HCR - HCA =
qr(y) - qa(y)

n(y) (4)

HCR =
qr(y)
n(y) (5)

　 　 当 α = 1 时, FGT 指数即贫困差距率, 绝对贫困差距率和相对贫困差距率分别为:
A(y) = 1

n(y)∑qa(y)

i = 1
1 -

yi

za(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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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y > za / k 时, 贫困线相对于收入均值变化的弹性小于 1, 即
∂ z
∂ 􀭰y

􀭰y
z

= k􀭰y
b + k􀭰y < 1。

  

弱相对贫困线本质上是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且满足弱相对贫困公理的混合贫困线。 当采用弱相对贫困线识别
贫困人口时, 弱相对贫困程度即绝对贫困和仅相对贫困的综合度量, 因此采用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 HAOPI) 测
度弱相对贫困程度是合理的, 故本文中弱相对贫困程度有时也称作综合贫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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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 1
n(y)∑qr(y)

i = 1
1 -

yi

zr( 􀭰y)( ) (7)
　 　 迪瑟夫指出, 假定存在两个收入分布 y1 和 y2, 􀭰y1 < 􀭰y2, 则可能同时出现 HCA(y1) >
HCA(y2) 和 HCR(y1) < HCR(y2) 的分歧, 或 A(y1) > A(y2) 和 R(y1) < R(y2) 的不一致, 难

以直观地评估扶贫政策对综合贫困的减贫效应[6-7] 。
(2) 基于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迪瑟夫认为 “不论社会贫富,

绝对贫困个体比仅相对贫困个体更加贫困”, 并在此假定下采用弱相对贫困线分类识别绝对

贫困和相对贫困, 分别计算个体的贫困贡献, 最后加总得到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6-7] 。
考虑一个贫困测度函数 Pλ(y) , 用于度量收入分布的弱相对贫困程度。

Pλ(y) = 1
n(y)∑qr(y)

i = 1
[1 - dλ(yi, 􀭰y)] (8)

　 　 其中, dλ(yi, 􀭰y) =
λ

yi

za
if　 yi < za

λ + (1 - λ) yi - za
zr( 􀭰y) - za

if　 za ≤ yi < zr( 􀭰y)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 1 - dλ(yi, 􀭰y) 是个体 i

的贫困贡献, 参数 λ∈ [0, 1] 表示与绝对贫困相比仅相对贫困的重要性。 当 λ = 0 时, 分层

可加的综合贫困指数 P0(y) 可以看作绝对贫困率加上仅相对贫困率乘以一个内生的权重, 也

可以理解为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加权平均, 记作 HAOPI, 可表示为:
HAOPI =

qa(y)
n(y) + w(y) qr(y) - qa(y)

n(y) = HCA + w(HCR - HCA) = (1 - w)HCA + wHCR (9)

　 　 其中, w(y) =
zr( 􀭰y) -􀭰yor

zr( 􀭰y) - za
, 􀭰yor =

1
qr(y) - qa(y) ∑qr(y)

i = qa(y) +1
yi, w(y) 是赋予仅相对贫困率的内

生权重, 即仅相对贫困群体平均收入 􀭰yor 在绝对贫困线 za 和相对贫困线 zr( 􀭰y) 间的相对差距。
作为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的加权平均, HAOPI 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强调程度介于绝对

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之间。 

三、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估计

本文考虑城乡生活水平差异和价格水平变化, 并与现阶段绝对贫困线相衔接, 设定了中

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 2011 年标准, 并分别从收入和消费视角①估计得出我国各年度分城

乡的弱相对贫困线。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2—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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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的识别并不总是一致, 二者之间的联系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非收入贫困的家庭可能因预防性
储蓄降低当期消费水平, 陷入消费贫困; 收入贫困的家庭也可能会由于消费习惯粘性和同群效应而不降低消费水平。
因此有必要从两种互补视角识别和测算弱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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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具有全国代表性。 家庭人均收入是贫困测算的

核心变量之一, 考虑到 CFPS 中 2010 年的基线调查与后续追踪调查在收入设计上存在较大

差别, 而 2012 年以后的历年收入数据在统计口径上基本一致, 更具可比性。 因此, 本文选

取 CFPS 中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的家庭层面追踪调查数据库。 经缺失值处理

后, 各年样本涵盖家庭户数均约在 11600—14300 之间, 城乡家庭比例基本相当, 但在逐年

增加。
2.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设定标准

本文主要采用满足弱相对性公理的弱相对贫困线和社会贫困线识别贫困人口, 按照

2011 年购买力平价, zWRPL = max(S1. 9, S0. 4 + 0. 5􀭰y), zSPL = max(S1. 9, S1 + 0. 5􀭰y)。 为便于

国际标准换算到中国标准, 表 1 最后两行给出按 2011 年价格水平设定的中国城乡弱相对贫

困线和社会贫困线。 弱相对贫困线 z = max( za, zr( 􀭰y)) = max( za, b + k􀭰y) 在估计时须分别确

定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两部分。
表 1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 2011 年标准 元 / 年, 人

贫困线
max (Za, 

Zr)
全国 城市 农村

Za Zr Za Zr Za Zr
绝对贫困线 (APL) 3087 0 3254 0 2536 0
强相对贫困线 (SRPL) 0 0. 5 􀭰y 0 0. 5 􀭰y 0 0. 5 􀭰y
弱相对贫困线 (WRPL) 3087 540. 2+0. 5 􀭰y 3254 569. 4+0. 5 􀭰y 2536 443. 84+0. 5 􀭰y
社会贫困线 (SPL) 3087 1350. 5+0. 5 􀭰y 3254 1423. 5+0. 5 􀭰y 2536 1109. 6+0. 5 􀭰y

一是确定绝对贫困线部分 za 。 为与我国现行贫困标准相衔接, 农村的绝对贫困线未采

用S1. 9 (2011 年 PPP) 的国际标准, 而采用国家统计局的 “2010 年标准”, 即 2010 年价格

水平下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2300 元, 保持该生活水平不变条件下, 将 2010 年标准换算可得中

国农村贫困标准的 2011 年价格为 2536 元[20] 。 考虑城乡生活成本差异, 进一步根据费雷拉

(Ferreira) 等测算的中国城乡调整系数① (2011 年 PPP)  [21] , 推算得出 2011 年全国和城市

的绝对贫困标准分别为 3087 元和 3254 元。
二是确定相对贫困线部分 zr 的截距项 b , 将 b 按中国城乡调整系数转换成 2011 年以人

民币计的价值。 2011 年 “1 天 1 美元” 在中国城市相当于 “1 天 3. 9 元”, 在中国农村相当

于 “1 天 3. 04 元”, 也就是城市 1423. 5 元 / 年和农村 1109. 6 元 / 年, 即城市和农村社会贫困

线 zSPL 的截距部分。 弱相对贫困线 zWRPL 与社会贫困线 zSPL 的区别仅在于截距项, 将社会贫困

线的截距乘以 0. 4 即可得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截距分别为 569. 4 元 / 年和 443. 84 元 / 年。
中国城乡绝对贫困线 ( zAPL )、 强相对贫困线 ( zSRPL ) 和弱相对贫困线 ( zWRPL ) 分别

与社会经济水平 ( 􀭰y ) 的函数关系可如图 1 和图 2 所示②。 横轴反映社会的总体福利状况,
可以用收入 (消费) 的均值 (中位数) 来衡量, 纵轴是贫困线。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
绝对贫困线是平行于横轴的直线,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无关; 强相对贫困线是过原点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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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雷拉等测算了 2011 年 PPP 的中国城乡调整系数, 2011 年中国的 PPP 转换因子为 3. 7, 中国城市 PPP 转换因子为
3. 9, 中国农村 PPP 转换因子为 3. 04[20] 。

 

社会贫困线与弱相对贫困线类似, 仅存在 Zr 的截距部分的差别, 为使图示更清晰简明, 省略了社会贫困线与社会经
济水平的关系图。



马　 瑜, 等: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 2012—2018

　 　

图 1　 基于不同识别方法的 2011 年

中国城镇贫困线比较

图 2　 基于不同识别方法的 2011 年

中国农村贫困线比较

线,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 弱相对贫困线是分段函数, 当城镇家庭人均收入 (消费)
低于 5369. 20 元时, 或农村家庭人均收入 (消费) 低于 4184. 32 元时, 贫困线取 Za; 反之,
当家庭人均收入 (消费) 高于临界值时, 贫困线取 Zr。

3. 基于收入 (消费) 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1) 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步骤。 基于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线的 2011 年标准

(见表 1), 经各年全国城乡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后, 代入各年收入 (消费) 的中位数, 即可推算

得出其他年度的绝对贫困线 (APL)、 强相对贫困线 (SRPL)、 弱相对贫困线 (WRPL) 和社

会贫困线 (SPL)。 收入弱相对贫困线和消费弱相对贫困线的估计结果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中位数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元 / 年
区域 年份 样本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 APL SRPL WRPL SPL
均值 中位数 基尼系数 Za Zr Za Zr Za Zr

全国 2012 12839 13426 9000 0. 523 3167 4500 3167 5054 3167 5886
2014 12701 17568 10800 0. 556 3315 5400 3315 5980 3315 6850
2016 13982 24602 14400 0. 561 3428 7200 3428 7800 3428 8700
2018 14233 33642 16667 0. 612 3556 8333 3556 8956 3556 9889

城市 2012 5959 17922 12000 0. 510 3342 6000 3342 6585 3342 7462
2014 6170 23929 15000 0. 545 3501 7500 3501 8113 3501 9031
2016 6904 31928 20000 0. 524 3627 10000 3627 10635 3627 11587
2018 7247 48359 25000 0. 605 3767 12500 3767 13159 3767 14148

农村 2012 6880 9532 6965 0. 491 2625 3482 2625 3937 2625 4620
2014 6427 11391 7953 0. 512 2800 3976 2800 4453 2800 5167
2016 6760 15815 10000 0. 540 2952 5000 2952 5492 2952 6229
2018 6742 17138 10400 0. 517 2995 5200 2995 5708 2995 6471

表 3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位数的中国城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估计 元 / 年
区域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水平 WRPL
2012 2018 2012 2018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Za Zr Za Zr
全国 11644 11399 7693 12966 22200 13731 3167 4401 3556 7488
城市 5362 14984 10447 6562 28931 20045 3342 5808 3767 10682
农村 6282 8339 5958 6191 14454 9307 2625 3434 2995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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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估计历年弱相对贫困线的绝对贫困线部分 (Za)。 ①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 根据

《2019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 , 可得同等生活水平下其他年度可比的农村绝对贫困标

准,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的 Za 依次是 2625 元、 2800 元、 2952 元和 2995
元。 ②全国和城市的绝对贫困标准。 考虑物价水平变化, 为确保全国和城市弱相对贫困线的

2011 年标准 (见表 1) 所代表的生活水平不变, 利用全国和城市 CPI, 将 2011 年标准调整

到其他年份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 的水平, 得到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和 2018 年各年度全国和城市的 Za。

其次, 估计弱相对贫困线的相对贫困线部分 (Zr)。 ①相对贫困线 Zr 的截距 b。 与全国

和城市的 Za 确定方式相同, 基于 Zr 截距部分 b 的 2011 年标准 (见表 1), 保持该生活水平

不变, 经 CPI 平减得到中国城乡其他各年度相对贫困线 Zr 的截距 b。 ②相对贫困线 Zr 的

0. 5 􀭰y 。 由表 2 可得, 在全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增长的同时, 经济增长不平等指标的

基尼系数①也有上升趋势, 收入分布的均值普遍高于中位数且差距逐年扩大。 鉴于我国收入

分布的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 为避免受收入分布中极端值的影响, 􀭰y 取家庭人均纯收入 (家

庭人均消费支出) 的中位数比均值更为合适。
(2) 估计结果分析。 弱相对贫困线 (WRPL) 和社会贫困线 (SPL) 同时考虑了绝对贫

困和相对贫困, 分别用 Za 和 Zr 识别。 从表 2 可以发现, 历年 Zr 均大于 Za, 但差距随家庭

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增长而扩大。 从表 3 可以发现,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位数估计的贫

困线有类似特征和趋势, 且消费弱相对贫困线的 Zr 比收入弱相对贫困线更低。

四、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程度测算及时空演变

在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②的基础上, 应用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分别从收入

和消费视角测度了中国及代表性省份的城乡弱相对贫困程度及动态变化趋势。
1. 我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1) 我国城乡收入弱相对贫困测算及动态变化。 经收入弱相对贫困线识别出绝对贫困

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后, 中国城乡历年的收入贫困率、 贫困差距率及综合贫困指数如表 4、
图 3 和图 4 所示。 由测算结果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 无论城乡, 绝对贫困程度大幅度下降, 农村减贫效果尤其显著, 但农村贫困

程度仍显著高于城镇。 从表 4 的第 ( 1) 列和第 ( 4) 列可以看出, 2012—2018 年期间,
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大幅增长, 绝对贫困显著下降。 全国的绝对贫困率 (HCA) 从

19. 34%下降到 8. 45%, 贫困差距率 A 从 10. 24%下降到 3. 6%。 从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均

可看出, 城镇和农村的绝对贫困程度连续下降, 农村下降幅度更大, 农村绝对贫困率

(HCA) 从 2012 年的 21. 72%下降到 2018 年的 9. 97%, 城镇绝对贫困率从 13. 02%下降

到 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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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我国城乡基尼系数是基于 CFPS 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 应用 Stata 软件中的 ineqdecgini 命令计算得到。

 

弱相对贫困测算结果发现, 由于社会贫困线的相对贫困线部分 Zr 高于弱相对贫困线, 基于社会贫困线识别的综合贫
困指数 (HAOPI) 相对较高。 综合贫困指数在 2012—2018 年间均呈现一致的稳健下降趋势, 篇幅所限, 本文仅展示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测算的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程度及其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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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贫困指数及动态变化 %
区域 年份

贫困率 贫困差距率 综合贫困指数

HCA

(1)
HCOR

(2)
HCR

(3)
P1 =A
(4)

R
(5)

Dis
(6)

HAOPI
(7)

全国 2012 19. 34 10. 58 29. 92 10. 24 15. 56 — 24. 49
2014 17. 31 12. 34 29. 64 9. 24 15. 71 Yes 23. 75
2016 9. 81 17. 94 27. 75 3. 89 12. 09 No 18. 52
2018 8. 45 18. 67 27. 11 3. 60 12. 27 Yes 17. 98

城市 2012 13. 02 13. 01 26. 03 6. 99 13. 10 — 19. 40
2014 11. 52 15. 33 26. 86 5. 87 13. 41 Yes 19. 14
2016 5. 24 19. 50 24. 74 2. 14 10. 01 No 14. 09
2018 4. 24 20. 38 24. 62 1. 93 10. 53 Yes 13. 98

农村 2012 21. 72 9. 16 30. 87 11. 22 16. 19 — 26. 14
2014 20. 76 10. 14 30. 90 11. 09 16. 56 Yes 25. 82
2016 11. 94 15. 71 27. 65 4. 74 11. 69 No 19. 77
2018 9. 97 14. 98 24. 95 4. 40 10. 72 No 17. 71

　 　 注: HCA、 HCOR、 HCR 由公式(3)—(5)给出,A 和 R 由公式(6)、(7)求得, HAOPI 根据公式 (9) 求得, “Dis” 指 A
和 R 在临近 2 年间的变化方向是否存在分歧, 下同。

图 3　 不同测度方法下中国城镇贫困率

变化趋势比较

图 4　 不同测度方法下中国农村贫困率

变化趋势比较

　 　 第二, 无论城乡, 相对贫困程度下降缓慢, 仍维持在高位水平。 从表 4 的第 (2) 列和

第 (3) 列可以看出, 2012—2018 年间, 经济增长的同时, 不平等程度也在增加, 这一点不

仅由表 2 的高基尼系数得出, 同样体现在严重的相对贫困程度上。 仅相对贫困率 (HCOR)
逐年增加, 部分群体尽管脱离绝对贫困但生活水平仍在相对贫困线之下, 进而使得相对贫困

率 (HCR) 基本无变化, 从 2012 年到 2018 年仅下降了 2. 81% ( = 29. 92%-27. 11%)。 与绝

对贫困的巨大城乡差异不同, 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同样严重, 但农村的下降趋势比城市更

为显著。 在 2012 年, 农村的相对贫困率高达 30. 87%, 比城市高出 4. 84%, 但 2018 年城乡

的总相对贫困率 (HCR) 基本持平, 一方面可体现农村减贫政策效应, 另一方面可能受城镇

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 考察期间内相对贫困差距率 R 表现出类似趋势, 各个年度城乡

相对贫困差距率均高于 10%, 但农村相对贫困差距率比城市下降幅度快, 在 2012 年和 2014
年, 农村相对贫困差距率高于城市, 但在 2018 年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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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无论城乡, 用于测算弱相对贫困程度的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稳健下降, 下降

幅度介于绝对贫困率 (HCA) 和相对贫困率 (HCR) 之间, 可有效评估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

贫效应。 从表 4 的 (1)、 (3) 和 (7) 列, 以及图 3 和图 4 可得: 首先, 分层可加综合贫困

指数 (HAOPI) 是绝对贫困率 (HCA) 和相对贫困率 (HCR) 的加权平均, 可以看作贫困率

的拓展, 不仅反映了绝对贫困, 而且惩罚了高度不平等。 其次, 尽管高度不平等程度导致严

重的相对贫困率, 但绝对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使得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在 2012—2018 年

期间持续下降, 从 2012 年的 24. 49%下降到 2018 年的 17. 98%, 下降了 6. 51%, 尽管下降幅

度低于 HCA (下降了 10. 89%), 但高于 HCR (下降了 2. 81%)。 最后, 农村弱相对贫困程度

虽高于城镇, 但下降幅度更大。 城镇弱相对贫困程度从 2012 年的 19. 4%下降到 2018 年的

13. 98% (下降了 5. 42%), 农村弱相对贫困程度从 2012 年的 26. 14% 下降到 2018 年的

17. 71% (下降了 8. 43%)。
第四, 如果用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来衡量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当不平等效

应超过经济增长效应时, HCA 和 HCR 之间, 以及 A 和 R 间会出现分歧, 而综合贫困指数

平衡了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 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变化趋势不一致的问题。
比如城市 2012 年到 2014 年的贫困状况, 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测量上即出现分歧。 HCA

从 13. 02% 降 低 到 11. 52%, A 从 6. 99% 降 低 到 5. 87%; 而 HCR 则 从 26. 03% 上 升

26. 86%, R 从 13. 10%上升到 13. 41%。 综合贫困指数综合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情况,
因绝对贫困下降幅度比相对贫困上升幅度大, 绝对贫困的贡献更大, 总体仍呈现下降趋

势 (从 19. 40%下降到 19. 14%) 。 这一期间的农村表现出类似特征, 传统绝对贫困和相对

贫困测度方法出现分歧。
综上, 中国城乡收入贫困在 2012—2018 年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绝对贫困

率 (HCA)、 综合贫困率 (HAOPI) 和相对贫困率 (HCR) 在 2012—2018 年间均持续下降,
但变化幅度依次减弱。

(2) 我国城乡消费弱相对贫困的测算及动态变化。 在消费弱相对贫困线识别出绝对

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后, 同样可得 2012—2018 年中国城乡消费贫困的动态变化特

点。 消费贫困率、 消费贫困差距率和消费综合贫困指数如表 5 所示, 分析结论如下: 第

一, 与收入绝对贫困特点类似, 无论城乡, 消费绝对贫困大幅下降, 农村绝对贫困程度

更为严重。 由于消费水平低于收入水平, 而绝对贫困标准相同, 使得消费绝对贫困率普

遍比收入绝对贫困率低, 绝对贫困差距率 A 亦有类似特征。 无论贫困率还是贫困差距率,
农村消费绝对贫困比城市更为严重。 第二, 消费相对贫困率 (HCR) 在 2012—2018 年间

普遍变化幅度不大, 城乡差异亦不显著; 相对贫困差距率 (R) 呈现上升趋势, 农村尤其

显著。 第三, 在考察样本期间, 消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出现分歧, 即 HCA 和 HCR, 以

及 A 和 R 的变化趋势普遍不一致, 难以评估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 第四, 与收入

综合贫困指数变化趋势一致, 消费综合贫困指数呈持续下降, 但水平普遍比收入综合贫

困指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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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计算贫困指数及动态变化 %
区域 年份

贫困率 贫困差距率 综合贫困指数

HCA

(1)
HCOR

(2)
HCR

(3)
P1 =A
(4)

R
(5)

Dis
(6)

HAOPI
(7)

全国 2012 14. 50 10. 22 24. 72 4. 67 8. 81 — 19. 45
2018 6. 68 18. 63 25. 31 2. 03 9. 20 Yes 15. 67

城市 2012 8. 82 13. 86 22. 68 2. 87 8. 20 — 15. 42
2018 3. 22 20. 66 23. 88 0. 97 8. 69 Yes 12. 89

农村 2012 13. 74 8. 99 22. 73 7. 63 4. 31 — 18. 39
2018 7. 41 14. 78 22. 19 2. 26 7. 39 Yes 14. 48

2. 我国城乡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

在省际贫困程度差异分析时, 选取上海、 辽宁、 河南、 甘肃、 广东五个省份城乡进行测

算①, 为更具可比性, 各省份的贫困识别标准仍以全国而非全省为参照群体。
(1) 我国城乡收入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 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测算的绝

对贫困率 (HCA)、 相对贫困率 (HCR) 和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及时空差异如表 6 所示。
表 6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收入贫困指数的时空差异 %

变量
上海 广东 辽宁 河南 甘肃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全省 HCA 4. 15 0. 35 18. 14 7. 05 15. 40 7. 64 20. 14 10. 26 23. 93 11. 38

HCR 8. 49 1. 29 29. 42 22. 88 25. 31 22. 07 31. 31 32. 52 37. 66 41. 96
HAOPI 6. 29 0. 79 23. 29 15. 47 20. 32 15. 13 25. 56 21. 46 30. 62 27. 05

城镇 HCA 3. 32 0. 27 13. 67 4. 47 10. 64 3. 86 14. 66 5. 77 11. 54 6. 05
HCR 9. 09 3. 45 30. 39 23. 60 22. 97 17. 45 29. 80 34. 76 25. 17 36. 49
HAOPI 6. 17 1. 39 21. 56 13. 31 16. 61 9. 55 22. 60 18. 89 18. 30 22. 59

农村 HCA 10. 14 1. 25 20. 58 9. 65 18. 37 9. 23 22. 10 10. 02 23. 01 9. 83
HCR 13. 64 1. 25 30. 45 24. 30 26. 84 23. 08 30. 21 25. 43 33. 22 29. 11
HAOPI 11. 72 1. 25 25. 52 17. 17 22. 22 16. 52 25. 86 18. 71 27. 92 19. 71

　 　 注: 全省、 城镇和农村的贫困识别标准分别对应于全国、 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弱相对贫困线。

第一, 除上海外, 代表东、 中、 西部的四省份相对贫困率普遍严重, 欠发达省份甚至有

上升趋势。 首先, 除上海外, 其余四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均在 20%以上, 河南和甘肃高达

30%以上。 发达地区上海和广东的相对贫困率均有下降, 如上海从 2012 年的 8. 49%下降到

2018 年的 1. 29%。 欠发达地区河南和甘肃的相对贫困率均有上升, 如甘肃从 2012 年的

37. 66%上升到 2018 年的 41. 96%, 这与相应省份绝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 其次,
2012 年城镇的相对贫困率普遍低于农村或基本持平, 但到 2018 年, 除辽宁外, 城镇的相对

贫困率普遍超过农村或基本持平。 如甘肃, 2012 年农村 HCR ( 33. 22%) 比城镇 HCR

(25. 17%) 高出 8. 05%, 但城乡相对贫困差距在 2018 年发生逆转, 城镇 HCR (36. 49%) 比

农村 HCR (29. 11%) 高出 7. 38%。 最后, 多个省份的相对贫困率在 2012—2018 年间的变化

趋势与绝对贫困率出现分歧, 难以有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 比如河南和甘

肃的城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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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从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可以看出, 弱相对贫困稳健下降, 但存在显著的城乡

差异。 广东、 上海、 辽宁、 河南和甘肃的弱相对贫困程度下降幅度依次递减, 尽管河南和甘

肃的绝对贫困大幅下降, 但由于相对贫困上升, 导致综合贫困程度下降幅度较低。 除甘肃

外, 农村综合贫困率普遍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 无论城乡, 除甘肃城镇地区外, 综合贫困率

均下降显著。
(2) 我国城乡消费弱相对贫困的省际差异及变化趋势。 基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测算的

绝对贫困率 (HCA)、 相对贫困率 (HCR) 和综合贫困率 (HAOPI) 及时空差异如表 7 所示。
与表 6 比较发现, 消费贫困的 HCA、 HCR 和 HAOPI 普遍低于收入贫困相应指数。

表 7　 基于弱相对贫困线的消费贫困指数的时空差异 %
变量

上海 广东 辽宁 河南 甘肃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2012 2018
全省 HCA 1. 24 0. 55 14. 05 3. 63 8. 79 4. 31 24. 90 9. 08 22. 44 10. 95

HCR 3. 28 3. 02 22. 54 16. 72 15. 83 20. 85 38. 30 34. 07 35. 06 36. 96
HAOPI 2. 34 1. 62 17. 66 9. 87 12. 17 11. 61 31. 87 21. 67 28. 68 24. 01

城镇 HCA 0. 85 0. 62 6. 87 1. 72 6. 30 1. 80 17. 79 6. 90 11. 49 5. 77
HCR 5. 11 7. 26 22. 06 17. 28 16. 19 16. 47 38. 29 34. 98 24. 90 32. 91
HAOPI 2. 82 3. 06 13. 15 8. 78 10. 75 7. 73 28. 09 19. 75 17. 49 20. 52

农村 HCA 3. 35 1. 49 15. 96 4. 76 6. 85 4. 37 23. 66 8. 63 16. 91 9. 30
HCR 4. 47 2. 99 26. 43 15. 87 14. 04 16. 96 35. 35 27. 49 28. 34 26. 38
HAOPI 3. 90 2. 05 21. 84 10. 54 11. 00 10. 57 29. 37 17. 43 22. 99 17. 69

　 　 注: 全省、 城镇和农村的贫困识别标准分别对应于全国、 城镇和农村的消费弱相对贫困线。

第一, 与收入绝对贫困特点类似, 消费绝对贫困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中西部地区和农

村地区更为严重。 第二, 消费相对贫困率的变化趋势及城乡差异与收入相对贫困所呈现特征

略有不同。 比如, 消费相对贫困率在辽宁呈现上升趋势, 在河南呈现下降趋势, 与相应省份

收入相对贫困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 第三, 通过消费贫困的 HCA 和 HCR 的变化趋势难以得

出减贫效应评估的一致结论, 比如辽宁和甘肃。 第四, 除 2012 年的广东和甘肃外, 城镇的

消费相对贫困普遍高于农村或基本持平。 第五, 与收入弱相对贫困特点及变化趋势一致, 从

HAOPI 可以看出, 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稳健下降。 在 2012 年, 农村综合贫困更为严重, 但

到 2018 年, 上海、 河南和甘肃的城乡差距发生逆转, 城镇地区的消费综合贫困率高于农村。

五、 结论与建议

相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方向, 但只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

的强相对贫困线, 忽视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绝对性, 因此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由社会融

入成本理论导出且满足弱相对贫困公理的弱相对贫困线更科学合理。 另外, 传统基于绝对贫

困构造的 FGT 指数不再适用于相对贫困的测量和贫困程度的动态分析。 基于弱相对贫困识

别构造的 HAOPI 有更好的贫困性质并在动态分析上有更直观的解释。
本文采用 CFPS 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历年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线, 并基于弱相对贫

困线对绝对贫困人口和仅相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分类识别, 应用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HAOPI) 测度了中国城乡的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 在样本考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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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8 年), 主要有以下新的发现。
第一, 如果采用基于 FGT 方法计算的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来衡量不平等经济增长的减

贫效应, 当不平等效应超过经济增长效应时, 收入 (消费) 贫困率和贫困差距率在测度中

国城乡和多个省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程度及其动态变化上出现分歧, 难以直观反映和有

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综合减贫效应。 在样本考察期间, 中国收入 (消费) 绝对贫

困程度大幅下降, 农村减贫成就尤为卓著; 而相对贫困程度持续处于高位水平, 甚至欠发达

省份有上升趋势。 第二, 综合贫困指数在评估弱相对贫困程度及其变化趋势方面有诸多优

势。 HAOPI 平衡了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 可以看作贫困率的拓展, 不仅反映了绝对贫

困, 而且惩罚了高度不平等, 解决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变化趋势不一致的问题。 尽管高度

不平等程度导致严重的相对贫困率, 但绝对贫困的大幅度减少使得中国城乡收入 (消费)
弱相对贫困在 2012—2018 年期间稳健下降, 下降幅度介于绝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率之间。

根据本文的分析, 针对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在识别贫困人口与

评估减贫效应时, 应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可借鉴和拓展满足弱相对性公理的弱相对贫

困线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 第二, 未来可进一步细化收入、 消

费贫困线, 分地区、 家庭规模和结构以及年龄制定更为详尽的贫困标准,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

的精确性。 第三, 贫困识别和测度不仅要考虑经济维度的不平等, 同时要重视教育培训、 社

会保障和体面就业等社会维度的相对剥夺, 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和指数测算体系。 同时从

社会融入成本和社会融入能力角度可得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政府需继续加强住房市场干

预, 稳定房价, 让住房从投资属性回归居住属性, 逐渐剥离住房与城市落户、 子女入学、 公

共服务等重要福利的牵连, 减少城市移民获取住房资源的成本, 避免因住房的过度投资功能

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和社会流动。 第二, 切实促进基础教育

资源的均等化, 继续加强校外教育市场的治理, 减少家庭的教育成本。 第三, 加强职业技能

培训, 提供终身学习机会的平台, 通过人力资本开发提升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入能力, 让弱相

对贫困群体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 有公平机会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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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2012-2018

MA  Yu, LV  Jing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lative poverty is the basis for targeting poor 

people and formulating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However, proportional income method and FGT 

index, which are often used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relative poverty respectively, have been 

questione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basis, proportion setting and poverty properties.  Using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cost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the 

hierarchical additive overall poverty index applicably, and considering the coherence with current 

standards of the China’s absolute poverty line and the comparability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weakly relative income ( consumption)  poverty lines and measures the 

overall  income (consumption)  poverty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over the period 2012-2018.  Ou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CFPS )  show that the 

hierarchical additive overall poverty index based on the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line g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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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to both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which can avoid the problem that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FGT method evolved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can more 

directly evaluate the overal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lthough relative poverty is always at a high level due to inequality, we can still conclude 

that overall income (consumption)  poverty has been robustly reduced over the period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China because of a strong decrease in absolute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clusion,  housing costs and child-rearing cos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 set the standard of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by family type in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is valuable to further target 

relatively poor people by category, monitor the evolution of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and evaluate the 

overall poverty reducation effect.
Keywords: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cost of social inclusion;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line;
hierarchical additive overall pover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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